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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编写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这两个“首先”，深刻揭示了宪法在法律规范
体系中的至上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
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首要地位。

  一、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和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全
面有效贯彻实施宪法的宪法制度新模式，是充分发挥
宪法治国理政根本法作用的宪法治理新形态。依宪治
国，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制度、宪法规范、宪法程
序治理国家，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依宪执政，
就是党依据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定执政治国，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党的执政行
为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得
出的重要结论。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我们党就领导人
民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宪法制度的崭新实践，进行了依宪
治理、依宪执政的初步探索。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1946年颁
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新中
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模式的确立，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改革
开放新时期，以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和四次宪法修改
为标志，我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实践不断完善，有力推
动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2018年对1982年宪法进行第五次修改，我国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模式日趋成熟，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逻辑理据在于两个“根本法
律依据”，即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
依据。
  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律
依据。宪法作为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全面涵盖国
家治理中最根本、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调整着国家
发展中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关系，为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提供了完整的法治框架、奠定了扎实的制度
根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首先要依据宪法治理
国家，把宪法制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强大效能、转化为
良法善治的显著优势。实践证明，宪法在党领导人民进
行国家治理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法治力量，极大地推
动了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
  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这一
命题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宪法是确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
政地位的根本法。我国宪法在序言和总纲部分明确规定
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以根本法形式确立了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
长期执政所应遵循的根本法。由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和地
位所决定，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所依之“法”，首先是而
且最重要的是宪法。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所依之其他
“法”，都是以宪法为核心、依据宪法制定的国家法。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二、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把
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
治国的轨道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
准则，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的轨道。
  (一)坚持依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
  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以宪法
为根本准绳，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
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坚持以宪法
为根本依据，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完善党委
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
作格局，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
体系，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
  (二)坚持依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充分运用宪法的
国家制度体系设计功能促进国家制度的科学性、
系统性、协同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
运用宪法的国家机构体系创设功能，提高国家治
理的执行力、公信力。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和巩固国
家制度体系，确立和完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构建起了
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结构，夯实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
根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贯

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保障国家
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
  (三)坚持依宪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任
务、方针政策、原
则要求，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宪法基础。因此，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依据宪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

据宪法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
国治军，更好展现国家根本法的力量、更

好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文章节选自《新时代

中国宪法理论》）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钻法律空子的活教材

□ 郭建

  评剧《花为媒》，由评剧艺术的开创者成兆才在
民国初年编写。该剧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剧
情并不复杂，但是曲折且出乎观众意料。
  《花为媒》本身是个典型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书
生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两人借走亲戚往来说情
话，但是被李月娥的父亲阻拦。而同乡美少女张五
可，久慕王俊卿的才情，经媒婆阮妈的说动，表示愿
意嫁给王俊卿。想不到阮妈到王家提亲，又被思念李
月娥的王俊卿拒绝。张五可误以为王俊卿看轻自己，
愤愤不平，经阮妈设计，将王俊卿引到花园，两人相
会。王俊卿被张五可的美貌所倾倒，两人以花为媒，
订立婚约。李月娥听说王俊卿将娶张五可，抑郁而
病。其母爱女心切，在王俊卿成亲那天，抢先将李月
娥装扮好送到王家，因为李月娥顶着头盖，王家不知
真假，先将李月娥送到洞房。张五可花轿后到，双方
纠纷一场。最后以王俊卿一娶两美的大团圆结局
收场。
  1949年后，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剧目进行了改
动，增添了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这个角色，花园相会
定情被改为贾俊英顶替王俊卿与张五可相会。最后，
王俊卿和李月娥、贾俊英和张五可喜结良缘。这番改
动，是要突出宣传婚姻自由、自主追求爱情的主题。

表兄妹能否成婚

  《花为媒》一开场就表明了李月娥和王俊卿两人
的表姐弟之恋。李月娥唱词：“今天我到舅舅家中去
拜寿，喜的是又看见俊卿，我们离别已三年。表姐弟
从幼小儿，青梅竹马情深意远，他有心我有意，他心
我意紧相连。”李月娥的母亲有意让女儿与王俊卿交
往，而李月娥的父亲却加以阻拦：“你懂什么呀，男女
授受不亲！”李月娥母亲回答：“什么不亲哪？他们是
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李月娥父亲就此认定
王俊卿举止轻浮，反对两人成婚。
  而在《聊斋志异》中，男主人公寄生痴情的对象
也是他的表妹郑闺秀，因思念成疾，父母为此请媒人
去提亲。郑闺秀的父亲是个秀才，“性方谨，以中表为

嫌，却之”，意思是郑秀才性格谨慎，认为两家是中表
亲，不应该成亲，加以拒绝。
  显然，在这个情节上，《花为媒》的近代编剧认为
表兄妹结婚是正常的，而蒲松龄作为那个时代的作
者，知道表兄妹结亲是违法的。
  就中国古代法律来说，明代以前的法律并不禁
止表兄妹结婚。明朝以前，只有西魏在大统九年(公
元543年)曾发布法令，“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
婚”。后来唐宋元各代，法律对此并不禁止。明代统治
者在立法的时候，特意加强对于亲属之间婚姻的限
制。因此，《大明律》明文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
妹者，杖八十，并离异。”表兄妹结婚的要强制离异，
女方归还父母家，聘礼全部没收归官府。“杖八十”的
处罚，是针对主婚的尊长。
  清朝沿用了明朝的法律，中表亲结婚的禁令依
然存在。因此蒲松龄在写作时，郑闺秀的父亲作为
一名应知礼法的秀才而有所顾忌就是很自然的。实
际上就在蒲松龄去世(1715年)后不久的雍正八年
(1730年)，朝廷制定条例，明确凡是中表亲结婚的，
“听从民便”，不再禁止。民间本来就盛行中表亲“亲
上加亲”，清朝这一立法，使得原有习俗得以完全
合法。
  在《花为媒》创作的民国初期，仍然沿用的是清
代的法律，因此作者成兆才不能设计以中表亲结婚
违法作为王俊卿与李月娥婚事的障碍，只好设计李
月娥父亲认定王俊卿“举止轻浮”，以此来反对。后来
在《中华民国民法》中，禁止八亲等以内的旁系亲属
结婚(表兄妹只是四亲等)，但对于表兄妹结婚仍然
采用遵从民间习惯的原则，明确“表兄弟姊妹”结婚
不在禁止之列。

一夫能否二妻

  《花为媒》中另一个与婚姻有关的问题，就是一
夫能否二妻？在旧版剧作中，王俊卿最后确实娶了李
月娥、张五可两位妻子，这难道也是当时法律允
许的？
  那么王俊卿为什么没有构成“重婚罪”？中国历
代法律都有重婚罪的规定。比如，《唐律疏议》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如果男家
是欺诈而娶，要加重处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后婚撤
销。法律解释上认为“日见于甲，月见于庚，象夫妇之

义”，即婚姻双方如日月对峙；“一与之齐”，即结婚
后，就要一起奉承祖宗、家长。所以，有了妻子后再另
娶的，要处徒一年的刑罚。“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明
清时的法律仍然如此规定：“有妻更娶妻者”，处以
“杖九十”的刑罚，后娶之妻强迫离异。
  在《花为媒》编演的民国初年时期，法律也继承
了传统。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公布的
“新刑律”(原名《大清新刑律》，辛亥革命后略加删
修，改称《暂行新刑律》)，其中有关重婚罪的规定如
下：“有配偶而重为婚姻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其知为有配偶而与为婚姻者亦同。”四等有期
徒刑，是指三年未满、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除了将
重婚罪的主体改为男女双方外，该条用语和古代相
当接近。1928年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刑法仍然维持
该条规定。《中华民国民法》中也有同样的禁止性表
述：“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然而，这条法律的历来习惯用语，实际上却存在
一个很大的漏洞：假如是像《花为媒》里王俊卿那样
同时与两位女子结婚，是否算重婚？在古代社会环境
里，这并不构成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还可以援引礼
教的原则来禁止，万一发生纠纷，法官完全可以援引
“不应得为”的法律条文(历代法律都规定，法官对于
任何他认为是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可以使用刑罚处
罚，处以笞四十到杖八十)来处理。可是，《暂行新刑
律》以及后来民国时期的刑法典都采纳“罪刑法定原
则”，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既然重婚罪条文在设置
上没有明确尚未有配偶的一人同时与两人以上结婚
是否构成重婚罪，那么任何司法机关都不能够据此
行为来判定罪名成立。
  由此看来，《花为媒》这出剧目确实可以算是教
人钻法律空子的活教材。只要李月娥和张五可两人
相安无事，李家与张家不起纠纷而互相争讼，王俊卿
一夫二妻就是既成事实，既没有检察官去追究他的
重婚罪，也没有法官可以判决李月娥或张五可其中
的一位应该跟王俊卿离异。
  这个法律漏洞在1935年中华民国第二部正式刑
法典公布实施时才得以补上。这部刑法典关于重婚
罪的专门条文里明确规定：“有配偶而重为婚姻，或
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下卷）：透过
传统戏曲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精品书摘

在时代演进中探寻治安治理的法治密码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讲义》序言

□ 尹少成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凝练，更是社会治理的标尺。自
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以来，这部被誉为“老百
姓身边的法律”已伴随中国社会走过二十载春秋。从2012
年的局部调整到2025年的全面修订，这部法律始终以敏
锐的法治触觉回应社会变迁，守护百姓权利。而此次修订
更堪称一次系统性的制度升级。翻开这部凝结着立法智
慧与实践经验的新法，看到的不仅是条文数量从119条扩
充至144条的形式变化，更是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在
治安管理领域的深刻革新。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的一部重要基础性法律，其核心内容是规定对尚
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判定和处罚规则，与人民群众
人身、财产权利和生产生活联系紧密。作为二十年来的首
次大修，此次修订涉及点多面广，既是以科学立法护航社
会安定、百姓安宁的现实需要，也是以法治力量提升社会
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本次修订中的诸多亮点，对社会治
理和法治建设意义深远。
  第一，新增违法行为类型，填补治理空白。将近年来
新增的社会热点问题纳入治安处罚范围，形成与刑法的
“梯度治理”体系，包括高空抛物、无人机“黑飞”、烈性犬
伤人、校园欺凌、考试作弊、抢夺方向盘、违法出售或提供
公民个人信息等。例如，将高空抛物行为明确规定为治安
违法行为，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罪”形成梯度治理，即使
未造成严重后果，只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
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就可予以处罚。
  第二，明确正当防卫制度，将防卫权扩展至治安管
理领域。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直面争议问题，明确
公民对不法侵害行为有权采取防卫性措施，对于符合正
当防卫条件的行为，免除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保障公
民行使防卫权的合法性。同时，强调防卫行为应当在合
理限度内，避免过度防卫导致不必要的损害，即使防卫
明显过当的，也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避免过度追责。这
也有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行为，鼓励公民在他人遭受侵害
时挺身而出。
  第三，重构未成年人惩戒规则，打破“年龄豁免”漏
洞。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年人问题上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规定，改变了以往未成年人通常“不拘留”的
惯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
二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可以拘留。新法还规定，对因未达

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应依法
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同时，将组织、胁迫未成年人
在酒吧、歌厅从事有偿陪侍纳入治安处罚范畴，新增规定
未成年人拟拘留的听证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
护，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第四，精细化规定保障执法规范性，强化执法透明度
与公民权利保护。执法程序优化是此次修订的亮点之一，
明确规定询问查证、当场检查、当场扣押、“一人执法”
四类情形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同时规定剪接、删改、
损毁、丢失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解决“一朝犯错，困扰终身”的问题。此外，新法还对提取
公民生物信息作出程序性限制。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规定为提取的前置条
件，并规定提取被侵害人的信息应征得被侵害人或者其
监护人同意，避免了生物信息的滥用。
  第五，创新处罚理念，提升执法效能。坚持教育与处
罚相结合原则，通过建立认错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和解调
解机制等方式，提升执法效能，传达执法“温度”，促进社
会和谐。例如，对自愿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
为，承认违法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借鉴刑事诉讼程序，降低执法成本。遇有参加升学考试、
子女出生或者近亲属病危、死亡等特定情形，可申请暂缓
执行行政拘留或者出所，体现了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
尊重，彰显了法律的温度与人文关怀。
  总之，本次修法通过“行为类型扩充+程序正义强
化+惩戒教育平衡”三重革新，既回应了高空抛物、无人
机“黑飞”、校园欺凌等时代痛点，又以封存记录、防卫权
明晰、听证扩容等制度守护公民尊严。其核心是从“惩罚
管控”转向“权利保障与秩序并重”，标志着治安治理迈向
更高阶的法治化与人性化。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新修订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特别是正确理解和适用上述立法中的亮点，
我们组织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人士共同编写了这本《新治
安管理处罚法讲义》。编写团队秉持严谨、专业、务实的态
度，对新修订的法律条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解读。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对条文
的立法背景、法律含义等进行解读，还结合大量实际案例
进行分析，并尽可能言简意赅，以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
把握新法适用的要点。
  希望这本讲义能够成为广大法律工作者、执法人员、
法学爱好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学习和运用新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得力助手，为推动我国社会治安管理领域法治化
进程贡献一份力量。

书林臧否


